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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鲁迅《阿 Q 正传》研究成果斐然，

引发了许多重要的讨论，也形成了一些新的问题空

间和视野。本文受已有研究成果的启发，拟从小说

的叙述形态入手，重新讨论辐辏其中的国民性、启

蒙、革命等诸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 结构与叙述

《阿 Q 正传》最早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

第一章发表在“开心话”栏目上，第二章即改在

“新文艺”栏目发表，直至结束。鲁迅后来解释，

第一章为了切题“开心话”，“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

的滑稽”，但“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不很“开

心”，“便移在‘新文艺’栏里”［1］。这意味着现

代报刊对《阿 Q 正传》有制约［2］，甚至可能导致

《阿 Q 正传》前后不一致［3］。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阿 Q 正传》在结构上缺乏完整性。

过去有研究者曾经论证，“像鲁迅这样有心的

艺术家是不会把一个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的小说随意

地断然结束的”［4］，这一逻辑也适合用来论证《阿

Q 正传》的叙述、结构和风格等方面的问题。从叙

述上来说，叙述者“我”刚出场的时候离小说人

物阿 Q 很远，第一章甚至表露了与赵秀才的朋友

关系，但其后叙述者并未表现出对赵秀才的同情，

反而随着阿 Q“从中兴到末路”经历的展开，表

现出对阿 Q 的同情，最终甚至进入了阿 Q 的内视

角，与阿 Q 共同感受人群的眼睛“在那里咬他的

灵魂”［5］。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叙述者与人

物之间的距离由远而近，造成小说在风格上也由讽

刺变得有一些抒情的意味。但是，这种变化显然是

在（隐含）作者的自觉掌控之中的，并不是因为现

代报刊的制约。作者的自觉掌控有多处表现，最直

接的表现是叙述者“我”刚刚与阿 Q 一起经受灵

魂被撕咬的痛楚，就转入了讽刺的声口，叙述阿 Q

事件给未庄带来的影响和舆论［6］。而有意思的是，

关于影响和舆论的两段文字，《晨报》副刊发表时，

前后并未空行，《呐喊》初版本前后也未空行，《呐

喊》被鲁迅纳入乌合丛书再版时，才和现在通行的

排版一致，两段文字前后都已有空行，成为两个相

对独立的意义单元。作者非常清楚，从阿 Q 的内

视角直接转入叙述者的讽刺性叙述，是生硬的，因

此在叙述的语法上需要通过前后空行，变成相对独

立的意义单元来表示其中存在的语法跳跃，叙述者

必须跳出阿 Q 的内视角，摆脱对阿 Q 的拟态性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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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行为，然后才能重新回到《阿 Q 正传》故事的

叙述，前后统一。这也就意味着，存在于叙“我”

和阿 Q 之间的视阈融合，并未脱离作者控制，其

背后是作者充满疑虑的目光。

而且，这一充满疑虑的目光是贯穿小说始终

的。简单地分析起来，第一章叙述者“我”自我

嘲讽没有作传的能力却又确信有“所聊以自慰

的”［7］，形成的是一种不可靠叙述，读者不太可能

完全认同叙述者，而这背后正是作者的操控，表

现出来也许是些“不必有的滑稽”，也许是后来的

研究者所发掘的“名”“言”之辩［8］。因此，在第

二章，当叙述者要说阿 Q 的精神世界却止于“他

睡着了”［9］时，读者在兴奋于叙述者所勾勒的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应该能感受到作者的疑

虑，即：叙述者真的了解阿 Q 的精神状态吗？这

一疑虑在第三章应该会加深，因为叙述者对于阿 Q

欺侮小尼姑的叙述，止于阿 Q“十分得意的笑”和

酒店里的人“九分得意的笑”［10］，“十分”和“九

分”的区分更像是随意的文字游戏，无关精神世界

的把握。而到了第四章，当叙述者叙述了阿 Q 的

直接引语“应该有一个女人”之后，紧接着来一通

“若敖之鬼馁而”的语体陡变的议论［11］，完全脱

离了阿 Q 的言语方式，显示了作者明显的嘲讽态

度，读者很难跟随叙述者的叙述真正进入阿 Q 的

情欲心理。这种状况到了第五章变得更加明显，叙

述者试图进入阿 Q 冒险爬进尼姑庵却几乎要一无

所获的内在情绪时，却很隔膜地叙述“阿 Q 仿佛

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12］。叙述者“我”与

赵秀才是朋友，自然懂得文童落第的冤屈，但阿

Q 只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恐怕很难懂得文

童落第的冤屈。叙述者在第六章对阿 Q 的态度完

全是“敬而远之”的，与未庄人一样，最后针对

阿 Q“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的议论“斯亦

不足畏也矣”［13］，更是冷漠、轻佻，作者的否定

显现，读者的不信任加强。第七章叙述者叙述的

阿 Q 的梦境，通常被视为阿 Q 式革命的定谳，论

者鲜少质疑，这大概是受了鲁迅在杂文中的一些表

达的影响，如“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

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

隶了”［14］，不完全是从小说文本中读出来的结论。

事实上，结合第七章阿 Q 去尼姑庵革命，却发现

赵秀才、钱少爷已经去“革过一革”的下文，可

以发现阿 Q 对革命的理解与未庄的知识分子赵秀

才、钱少爷并无二致，如果加上第八章、第九章关

于赵家遭抢而阿 Q 成了替罪羊的下文，似乎更加

应该质疑叙述者“我”所叙述的阿 Q 的梦境。与

其将这一梦境视为阿 Q 缺乏革命思想的证据，不

如视为未庄社会的整体性的、结构性的症候。阿 Q

只是在梦中展现其占有欲和破坏欲，而未庄社会及

城里的新的当权者，则在实际行为中实现了其占有

欲和破坏欲。因此，有效的推论应该是，革命以后

不多久，阿 Q 就受了奴隶的骗，内在占有欲和破

坏欲被释放出来，但却成了奴隶的替罪羊；他连奴

隶都没有做成。但叙述者“我”显然试图归罪于阿

Q，没有提供高于未庄人的视界，故而无法提供视

差之见。但作者对这一切洞若观火，操控着叙述

者在阿 Q 的梦境之后叙述道：“他也仍旧肚饿，他

想着，想不起什么来；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

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15］在

热烈的梦境之后叙述阿 Q“想不起什么来”，在真

实性上无懈可击，叙述者的叙述具有一致性。但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对这光滑的一致性提

出抗议，梦里的占有和破坏实在并未毁坏未庄的

社会秩序，“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16］，革命

以后的秩序为何不但不能容纳阿 Q，反而要定阿

Q 的罪？而后世的论者，为何又要一次又一次地

将阿 Q 送上审判台？这些地方无疑都是十分深刻，

而且需要重新讨论。在这一逻辑上观察第八章和

第九章叙述者对于阿 Q 的叙述，如第八章叙述阿

Q 痛恨不准他造反的钱少爷，恨不得他被“满门

抄斩”［17］，第九章叙述阿 Q 入狱之后“并不很

苦闷”，画花押时“羞愧自己画得不圆”，游街时

“很气苦”自己穿囚服像带孝，临刑前看见“更可

怕的眼睛”，灵魂呼叫“救命，……”［18］，就会发

现叙述者不但前后矛盾，对于阿 Q 忽而嘲笑，忽

而同情，而且始终深陷在自身的想象逻辑里设计

阿 Q 的仇恨、苦闷、羞愧和恐惧，并没有真正进

入阿 Q 的内视角。

而且，《阿 Q 正传》值得关注的不仅有第一人

称叙述问题，小说其实不是从“我要给阿 Q 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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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而是从“第一章 序”这

四个字开始的［19］。这就是说，《阿 Q 正传》在第一

人称叙述之上还有一个强大的（隐含）作者，是作

者划定了叙述的结构，让叙述在一定的范围和秩序

内部发生。小说九个章节的标题分别是“序”“优

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

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

团圆”，叙述者“我”的叙述严守范围，丝毫没有

溢出章节标题的指示，显示出作者以文章的谋篇布

局的方式结构叙述的匠心。对于作者来说，叙述

者“我”讲述一个前后连贯、完整的故事是次要

的，在作者通过九个标题划定的秩序内进行讲述才

是主要的。由于这一内在的规定性结构的存在，叙

述者“我”的叙述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命题作文的特

点，如在“序”的最后，叙述者说“以上可以算是

序”［20］，在“优胜记略”中，叙述者说“记起的

是做工，并不是‘行状’”［21］，叙述者一方面显然

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又隐隐讥嘲命题作文带

来的限制。但叙述者这种隐隐讥嘲的表现并不多，

大体上还是在范围内作业，一步步陷进自我酿造的

叙述氛围里，不能自拔。因此，《阿 Q 正传》的第

一人称叙述者虽然有比较丰富的褶皱，甚至在一些

细微之处挑战（隐含）作者的权威，但大体上还是

被作者自觉掌控着进行叙述。需要进一步分辨的

是，也许有论者会认为叙述者“我”的叙述构成了

对九个章节标题的反讽，因为“序”的内容不太像

序，“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的内容都是精

神胜利，全非优胜，而“恋爱的悲剧”的内容像

闹剧，“生计问题”的内容是无法谋生，“从中兴到

末路”的内容也毫无中兴可言，“革命”和“不准

革命”的内容是阿 Q 不知革命为何物，谈不上革

命和不准革命的问题，“大团圆”的内容虽然包括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最后统统出场这样的典型的大

团圆桥段，但实际上却是阿 Q 的无法团圆。这种

意见看上去非常有道理，其实却是错误的，因为

九个章节标题与小说名字中的“阿 Q”和“正传”

本身已经构成了充分的反讽气质，它们本身就预

叙了反讽性质的故事，大概很难会有读者在看了

“阿 Q 正传”四个字之后，又看到“第一章 序”

这样的字眼，还不能体会作者讽刺和反讽的用心。

因此，叙述者“我”对作者权威的细微挑衅以及

对阿 Q 内视角的征用或模拟，并未溢出作者的谋

篇布局。

那么，根据作者对叙述者的自觉掌控和怀疑，

理解《阿 Q 正传》中引起读者深刻同情的内视角

叙述，就不得不提出两个彼此矛盾的问题，即：

一，作者要求叙述者进入阿 Q 的内视角以刻画

阿 Q 的灵魂，以表达作者的同情；二，作者认为

叙述者无力进入阿 Q 的内视角，有意让叙述者再

次出乖露丑。第一个问题好理解，学界通常引用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说法来论证鲁迅对被压

迫者的博大同情，第二个问题则多少有些背离学

界的共识，但也并非无人论证。最近有研究者将

《阿 Q 正传》的叙述者视为一套意识形态具像化的

公共发言人，认为鲁迅“画出了这个叙事人的轻

浮”［22］。按照这一理解，在叙述者看似最具同情

心的瞬间发现其缺乏同情的能力，虽然会让同情

式的阅读难堪，但却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根

据鲁迅下列两处说法，不难发现，鲁迅不仅怀疑

叙述者无力进入阿 Q 的内视角，而且怀疑自己能

够真正让阿 Q 发声：

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

自憾有些隔膜。［23］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

出身的作家。［24］

第一处说法出自鲁迅 1925 年写给《阿 Q 正传》

俄文译本的序。既然“有些隔膜”难以穿透，那么

叙述者对阿 Q 梦境的叙述，尤其是叙述者进入阿

Q 内视角的叙述，就像是徒劳无功的戏拟，看起

来高度融合的视阈，不过是阿 Q 的视阈消失罢了。

因此，可以推测的是，在鲁迅的逻辑中，《阿 Q 正

传》叙述者“我”进入阿 Q 内视角的片段，是小

说叙事的濒危时刻，叙述者的视阈随着阿 Q 的死

亡一起“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25］，叙述者只能

重新捡起讽刺的声口，逃离崩溃的现场。第二处说

法则意味着鲁迅可能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他知道自

己不是阿 Q，因此也就难以凭借小说穿透社会经验

和结构所造成的隔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鲁迅写

作《阿 Q 正传》的行为，因此必须读入更多文本

外的内容，才能获得较为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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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灵魂与国民性

在《阿 Q 正传》的研究史中，从文本外读入

的内容集中在国民性、启蒙和革命三个方面，而尤

以国民性为最。最近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在《阿 Q

正传》中展现了两个国民性的对话，一个是鲁迅的

叙述本身体现出的反思性的国民性，一个是作为反

思对象的国民性［26］，这种理解改变了过去只谈劣

根性、奴隶性等相对单一的逻辑，有助于松动国民

性论述与《阿 Q 正传》的关系。鲁迅的确在给许

广平的信中说过，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语境也正

是革命与共和的问题［27］，和《阿 Q 正传》非常相

似。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阿 Q 绝不是

一个能被叙述者“我”完全笼罩的人物，因此也就

不是一个会被国民性问题完全笼罩的对象。而且，

如果侧重强调作者对人物的隔膜，那么重要的问题

就由审判阿 Q、审视国民性转变成理解阿 Q、理解

这个鲁迅作为知识者所无法理解的对象。事实上，

写作《阿 Q 正传》时的鲁迅，也的确未见得像学

界所普遍共识的那样重视国民性问题。学界的共识

大体上都与许寿裳的回忆和周作人的论述有关。许

寿裳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和自己谈得最多的是国民

性问题［28］，周作人说阿 Q 是中国一切的“谱”的

结晶［29］，后来的研究者几乎都奉为圭臬。但是从

论证上来说，许寿裳的回忆只是旁证，周作人的看

法则是一种引申。而直接的证据应该是鲁迅自己的

说法，他在 1918 年 1 月 4 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表

示认可许提出的诚、爱二字，但自己对于同胞之

病则“未知下药”，“不如先自作官”［30］，可见鲁

迅的热情至少不如老友许寿裳。而在 1921 年 4 月

28 日写的《〈医生〉译者附记》中，鲁迅更戏谑地

表示应该“让研究国民性的学者来解释”“俄国人

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自己关心的是

“自从杀掉蚩尤以后，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制服异民

族的时候也不少了”，能否“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

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31］。其中固然渗透着国民

性论述的痕迹，延续着青年时期的文言论文《破恶

声论》对“崇侵略”背后的兽性、奴子性的批判思

路［32］，但更多的乃是一种文明论述。而其中戏谑

的语气则多少透露出鲁迅对某种国民性论述不以为

然的态度，凸显他更重要的关心，即“为弱民族主

张正义”。因此，在不放弃、也不排斥国民性问题

的前提下，也许应当意识到，同一年年底在《晨

报》副刊连载的《阿 Q 正传》恐怕并没有把热情

完全集中在国民性问题上。而这也是符合小说文本

提供的基本事实的，《阿 Q 正传》直接叙述国民性

问题的章节只有第二章和第三章，其余七章都另有

焦点，并未始终围绕着国民性问题展开故事。

正如将解读《阿 Q 正传》的中心放在阿 Q 精

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33］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鲁

迅推进阿 Q 故事的动力并非来自精神胜利法的有

效运转，而是来自其一系列失效的瞬间。准确地

说，没有精神胜利法，阿 Q 的故事无法开始，而

没有精神胜利法的失效，阿 Q 的故事也无法展开

和结束。如果关注《阿 Q 正传》的时间线索，就

会发现阿 Q 的故事正式开始后，小说出现的第一

个明确的历史时间就在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

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

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

们也便小觑了他么？

阿 Q 无可适从的站着。［34］

这一段叙述饶有反讽的趣味。阿 Q 本来是一

个姓氏、籍贯、行状和出生年月不详的“鬼”［35］，

不在历史之中，缺乏时间性，此刻却因为精神胜利

法的失效，他亲自将个人的得失与 1905 年科举考

试废除这样的宏大历史时刻关联了起来，似乎获

得了一定的历史位置。作者操控叙述者如此叙述

的意图，除了讽刺阿 Q 过甚其辞，还有什么？结

合整篇小说来看，其意图首先应当包括的是控制叙

事节奏，作者需要逐步建立阿 Q 与辛亥革命的关

系；其次应当包括的是摸索阿 Q 的灵魂，精神胜

利法只是阿 Q 应对窘境的方法，并非阿 Q 真正的

灵魂，作者只有在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才能实现

对阿 Q 灵魂的摸索。而在此意图之下，阿 Q 精神

胜利法的失效获得了历史意义，即只有精神胜利法

失效，阿 Q 才能拥有历史时间，才能在历史时间

中识别自我的位置，“无可适从的站着”的阿 Q 恰

恰是拥有了自我意识的阿 Q，他那被精神胜利法云

山雾罩的灵魂，也才露出了一点点面目。但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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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抓住这一瞬间的同时却失去了这一瞬间，没

有让叙述者打开这一瞬间下阿 Q 更多的心理内容，

而是立刻叙述阿 Q“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即被“假

洋鬼子”打，并且强调“忘却”和欺侮小尼姑的作

用［36］。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建立宏大历史时刻与

阿 Q 的关联，也难以彻底解开精神胜利法的枷锁，

阿 Q 必须在个体的意义上面对更彻底的挫败和窘

境，才能真正获得记忆和历史时间。因此，精神胜

利法不仅意味着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更意味着精

神创伤，虽言而不喻，是鲁迅哀其不幸的所在。此

后，叙述者轻佻地叙述道：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

害得飘飘然了。［37］

通过这一叙述，阿 Q 在获得历史时间之后，也

获得了个人的生命时间，在 1905 年这一年，阿 Q

将近三十岁了；阿 Q 终于在此刻获得了一般纪传

体的传主应该获得的基本时间。这的确是充满反讽

意味的，仿佛时间只是精神创伤外显出来的印记，

阿 Q 的人生在三十而立时恰恰不是立，而是毁。

如果说精神胜利法乃是精神创伤的表征，那么

国民性问题也不妨视为鲁迅摸索灵魂的一种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梳理清楚灵魂和国民性问题的关系

是十分必要的。有论者曾表示，鲁迅对阿 Q 真正

的“精神”反讽观念是，中国人的集体的灵魂即

“无灵魂”［38］。这种看法略微有点费解，试图将鲁

迅笔下的国民性问题完全处理为一种集体（无）意

识，但给人的启发是，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问题与国

民的灵魂有关，不能止步于类似“俄国人有异常

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的现象式描绘。鲁迅所

谓“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

有些隔膜”，表现在《阿 Q 正传》文本中，是叙述

者在那些轻佻的瞬间、止步不前的瞬间和崩溃的瞬

间表现出来的状态。有研究者曾经指出，《阿 Q 正

传》的叙述人称不是真正的第一人称，随着叙事深

入，“我”逐渐隐去或淡出，慢慢变成了第三人称，

因而能写阿 Q 的性苦闷、参加革命的梦、“可怕的

眼睛”，等等［39］。这一观察无疑是有效的，不过

与其视为慢慢变成了第三人称，不如视为叙述者

“我”更加内在地藏身于叙述之中，因为“我”不

露面的叙述段落，叙述的声音仍然来自那个将自己

混同于普通未庄人的叙述者。而在这些看上去内容

丰富的叙述段落之外，还有叙述者“我”失声的一

些叙述段落，也许更加值得重视：

其 一， 被 王 胡 打 败 后，“ 阿 Q 无 可 适 从 的 站

着”。对于阿 Q 的心理活动，叙述者失声了。

其二，被小尼姑蛊惑后，阿 Q 想的是“女人，

女人！……”“女……”［40］，展开来是什么？叙述

者不知道，只是饶舌不已。

其三，恋爱悲剧之后，阿 Q 连生计都成了问

题，只好离开未庄。叙述者写阿 Q 看见熟识的酒

店和馒头都走过了，“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

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41］。其实，

叙述者“我”也是不知道的。

在这些段落中，叙述者“我”要么一味饶舌，

兜圈子，不正面叙述阿 Q 的精神世界，要么干脆

一言不发。这种奇诡的状态造成了明显的留白效

果，似乎是作者有意让叙述者尴尬。但结合鲁迅的

“隔膜”说，就应当意识到，不是作者有意让叙述

者尴尬，而是作者与叙述者同时遇到了不得不留白

的段落，作者无力操纵叙述者发出声音，无法全知

全能。而对于作家而言，鲁迅了不起的地方也正在

这里，他敢于留出这些空白，以表明阿 Q 对于自

己而言，是一个从国民性、精神胜利法、启蒙、革

命等视野出发不足以摸索清楚的灵魂，他并没有站

在审判台上俯视阿 Q，而是试图更加贴近阿 Q，摸

索阿 Q 的灵魂。鲁迅曾说自己的翻译行为是“慢

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

的‘报复’”［42］，这个动情的表达也可用来说明鲁

迅塑造阿 Q 的动态过程。当鲁迅摸出解剖刀去解

剖阿 Q 的灵魂时，不期然将解剖刀反而刺进了自

己的心脏，凸显了作家本身的有限性。因此，从灵

魂摸索的角度出发，鲁迅不得不承认，他之所谓

改革国民性的判断，首先遇到了自己隔膜于像阿 Q

这样的国民的灵魂的阻滞。鲁迅通过《阿 Q 正传》

的写作，恰恰不是集大成地呈现了自己探索国民性

的成果，而是呈现了国民性视野的有限性。

而在同样的逻辑上，鲁迅也通过《故乡》《祝

福》等小说的写作，呈现了叙述者“我”所携带的

国民性视野的有限性。无论是面对闰土的生活变

化，还是面对祥林嫂关于灵魂的询问，“我”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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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隔膜和手足无措的特点。而鲁迅在《小杂感》

中对居家时听到邻居声音的说法，也许比国人之相

互隔膜源于等级制度的说法更能说明问题：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43］

那种根源于人类自身的拒绝人类悲欢之相通的

性质，深刻地限制着鲁迅拆除自己与阿 Q 之间隔

膜的可能。鲁迅对此是自觉的，故而虽在杂文中常

有显得极端的全称判断，在《阿 Q 正传》及类似

的小说中，却总是有意收束作者的权威。鲁迅的文

体感觉和对于灵魂问题的持重，于焉显现。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对于精神胜利法所

表征的国民性问题的确持讽刺性的叙述态度，对于

阿 Q 的灵魂却保持着摸索的、同情的、尊重的态

度，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到某种更高的位格上，而是

像《祝福》中“我”与祥林嫂共同面对灵魂有无的

问题而失措一样，像《故乡》中的叙述者“我”与

老年闰土共同面对偶像一样，鲁迅与笔下的人物阿

Q 一起面对灵魂的撕咬，探索灵魂的未知之处。

三 启蒙与革命

沿着上述分析路径继续往前走，必须要面对的

两个重要议题是启蒙与革命，即在鲁迅的思想理解

和小说表达中，这两个议题的面貌到底是怎样的？

在过去的思想论述和研究中，启蒙和革命往往被视

为一组矛盾，此消彼长，或互相压倒，论者也往往

以此衡量鲁迅的思想和行迹。鲁迅解释自己为何写

小说时，的确表示过，“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

蒙主义’”［44］。把鲁迅放到启蒙的位格上，肯定是

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鲁迅所谓的“启蒙主

义”。如果说在鲁迅和他笔下的小说人物阿 Q、闰

土、祥林嫂……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站立的平面，

并无高下之分的话，那就应当将鲁迅的“启蒙主

义”视为一种双向互动的启蒙，即鲁迅试图启蒙其

小说人物所代表的社会状况中的人，反过来自己也

被对方启蒙，鲁迅并不外在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

人们”。这也吻合鲁迅所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

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中

间物”［45］的思维形态，吻合解剖者将解剖刀刺进

自己心脏的思维形态。因此，鲁迅所谓的“启蒙主

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有一套现成的方案放在那

里，被启蒙者只需照方抓药即可。相反，鲁迅的

“启蒙主义”需要构成启蒙与被启蒙关系的双方发

生持续的双向运动，共同向未知延展。而在这一逻

辑的线索上，必然出现的是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的

共鸣。除了学界已广有论述的“黄金世界”的问题

和个别研究者探求的“个人的无治主义”［46］问题，

顺着鲁迅的“启蒙主义”而来的重要问题是，启蒙

必须在革命的意义上才能建立理解。

有的研究者会在启蒙和革命之间建构某种颠倒

关系［47］，但也许要点不在于颠倒，而在于鲁迅从

来就是在革命的意义上使用所谓“启蒙主义”的。

从文本上来看，如果将启蒙和革命视为二元对立

的关系，《阿 Q 正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无

法得到很好的解释。这一细节就是，当阿 Q 被枉

抓之后，审判他的革命者们不但没有查出真相的耐

心，而且当阿 Q 终于“跪了下去”时：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

但也没有叫他起来。［48］

几乎所有从启蒙出发的解读都会重复小说中的长

衫人物的意见，认为阿 Q 身上的奴隶性根深蒂固，

必须对阿 Q 进行启蒙，阿 Q 才不会跪下，才能自

觉地站着；更进一步的解读也许会强调，长衫人物

是新建立的革命政权的帮闲，也是需要接受启蒙的

对象。这些解读忽略了阿 Q 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

跪下去的。阿 Q 主要不是因为缺乏启蒙所主张的

自由、民主等意识而跪下去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意

识到了在老头子和长衫人物们所组建的政权面前，

自己唯有跪下。而长衫人物虽然因为具有启蒙所

主张的自由、民主等意识而试图制止阿 Q 跪下去，

却在说完阿 Q“奴隶性”之后无所作为。在这个场

景中，缺乏的并不是启蒙的意识，而是启蒙得以实

践或制度化的空间，是革命后出现了危机，而不

是启蒙缺席了。因此，简单地否定革命，认为阿 Q

身上的奴隶性根深蒂固，就不过是重复长衫人物的

意见，在不对革命进行讨论的前提下，将启蒙的话

语变成了一种重复践踏弱者尊严的意识形态空转。

而考虑到《阿 Q 正传》是从阿 Q 已死于被判

死刑却案卷不详的结果写起，则必须强调，尽管小

说的写作是与《新青年》所造成的启蒙历史语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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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的，但也不能切断其与辛亥革命所造成的革

命的历史语境的内在联系。实际上，鲁迅写作《阿

Q 正传》的年代恰好是一个与辛亥革命有着内在联

系的年代，陈独秀作为老革命，创办《青年杂志》

和主张文学革命，针对的正是辛亥革命的问题，而

鲁迅本人对于辛亥革命，更是充满复杂的感情，既

有欣喜和解放之感，也有做了奴隶的奴隶的被骗之

感，并不是在脱离革命和反对革命的意义上发生与

启蒙命题的关系的。因此，如果不动用鲁迅所使用

的“启蒙主义”的字眼，也许可以避免滑入一种简

单的启蒙视野，可以更加客观地观察鲁迅处在革命

后的历史语境中，如何通过小说写作来重新理解革

命。鲁迅当然不止在《阿 Q 正传》中处理过这一

问题，在《药》《头发的故事》《祝福》《在酒楼上》

《孤独者》等小说中都处理过，在其他文体的写作

中也反复处理过，辛亥革命就是他一生都绕不过去

的历史时刻；而且，很明显的是，鲁迅几乎都是

从后设视点出发，重在以历史的后果反抗回忆的欣

忭，几乎都是反讽，抒情的笔墨极其稀缺。在这个

意义上，也即在认为《阿 Q 正传》不仅写了辛亥

革命之后的故事，而且本身也是写在辛亥革命之后

的意义上，就尤其需要关注鲁迅通过《阿 Q 正传》

表达的对革命的理解。面对阿 Q 死于辛亥革命后

的社会和权力结构的结果，鲁迅通过《阿 Q 正传》

做的其实是追溯此种社会和权力结构的渊源，指出

未庄社会并未随革命的“革过一革”而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而且，从逻辑的同一性上来看，鲁迅要表

达的意见是继续革命，而非转向启蒙。这也就是

说，即使一定要强调启蒙之于鲁迅的重要性，也应

当在革命的意义上进行理解 , 而不是二元对立式地

以启蒙批判革命。否则的话，鲁迅后来在纪念性的

文章中肯定孙中山继续革命、永远革命的精神就

会显得“君子豹变”而匪夷所思［49］，对托洛茨基

的共鸣［50］也不好理解。鲁迅抓住一个革命的案卷

中不见踪影的阿 Q 做文章，正是重写革命的历史，

并且以革命的眼光重新打量和塑造阿 Q。因此，鲁

迅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反驳郑振铎，认为自己笔下阿

Q 的人格并非两个。而更为关键的是，鲁迅强调：

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 Q 究竟已

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

“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

略夫”了么？［51］

他不但认为阿 Q 的人格不是两个，而且认为参

加革命的阿 Q 并没有辱没革命党。这里有鲁迅独特

的历史感和革命记忆，他反复在各种文体的表达中

强调辫子之于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52］，更重要的

是鲁迅在这里并举阿 Q、高长虹和绥惠略夫所透露

的信息。鲁迅在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

略夫》之后，很快就着手写作《阿 Q 正传》，由此

可以推测，多年以后并举阿 Q、高长虹和绥惠略夫，

虽是随手一刺，但并非绝无来由。高长虹写自己初

见鲁迅，仿佛是绥惠略夫与亚拉籍夫的会面［53］，

鲁迅因此坐实高长虹确为“中国的‘绥惠略夫’”。

对于绥惠略夫，鲁迅后来在重提为何翻译《工人绥

惠略夫》的文章中评价他“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

不被理解之后便“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认

为这样的人物中国“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

望其有”［54］。这基本可以见出鲁迅对“中国的‘绥

惠略夫’”高长虹的厌恶，连阿 Q 都不如［55］，也可

以见出鲁迅对阿 Q 式的革命的理解，并不一定是在

启蒙的逻辑上展开，而有可能是在“个人的无治主

义”的革命逻辑上展开。而看中这一逻辑的原因是

什么？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解释，是民国前后有许

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相似，几十年以后“还要

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56］。阿 Q 的梦想

式杀戮，尤其是被反复诟病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视

野里也碍难宽贷的连小 D 也不放过的杀戮梦，也许

的确被鲁迅处理成了未庄的绥惠略夫在复仇，但阿

Q 的灵魂被撕咬，似乎也正与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

绥惠略夫一致，乃是一种“改革者的境遇”。因此，

鲁迅被启蒙视野解读为反思甚至批判（辛亥）革命

的话，“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

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57］，其实也指向

鲁迅对阿 Q 似的革命党作为改革者的一面的深刻同

情。鲁迅当然“也并不希望其有”，但在鲁迅黑暗

的思维逻辑里，却可以勾勒出一种超越革命和启蒙

的更具有一般性质的逻辑，即革命者的境遇总是一

再重复的。而正是针对这一重复，鲁迅推崇孙中山

的继续革命、永远革命。因此，应该郑重强调，当

鲁迅在为数不多的地方表示对民国元年的革命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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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向往时，《阿 Q 正传》的写作从反面建构了对辛

亥革命的温暖记忆，建构了必须继续革命、永远革

命的寓言。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说起民元的事来，

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

中国将来很有希望。”［58］他大概很遗憾，（辛亥）革

命的希望之光没有一直照亮中国的未来，从而瞩望

于继续革命、永远革命。

四 新的历史主体出场

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中，研究者会认

为，“阿 Q 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向往追求革命”，“鲁

迅的确从极其复杂的矛盾中显示出在这个被压迫者

身上已经有着革命种子的萌芽，已经闪现出革命本

能的火花”，鲁迅对“阿 Q 的极为复杂微妙的心灵

辩证法的描写”，“真实、准确、简洁和明晰”得令

人惊叹［59］。在这一逻辑上，后来的研究者通过重

点分析小说表现阿 Q 本能的瞬间，强调某种“向

下超越”的可能，认为鲁迅“试图抓住这些卑微的

瞬间，通过对‘精神胜利法’的诊断和展示，激

发人们‘向下超越’——即向着他们的直觉和本

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超越、向着非历史的领域超

越”［60］。应当说，这种论述确实是在批判既有知

识构成的合法性，并试图寻找和命名全球化时代新

的革命主体，隐现了当代政治论争的格局［61］。但

阿 Q 真的是在本能的意义上走向革命吗？

先从《阿 Q 正传》第一章查不到阿 Q 案卷的

细节说起［62］。在这一可能对鲁迅来说是有意滑稽

的细节中，叙述者坦承了自己想尽办法却无能为力

的状况。但作者却反手利用这一状况，将犯事的案

卷中可能也不存在的阿 Q 从革命历史的尘埃中拔

取出来，并竭力为其造像。这种行为，与其视为无

中生有，颠覆传统历史谱系，拒绝现代实证主义

历史观及其知识谱系［63］，不如简单直接一些，视

为突破重复，即不再重复案卷中的记载，自己去讲

述一个从来未被讲述过的故事。而且，尤为重要

的是，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阿 Q 正传》的叙事

起点乃是既定的，即阿 Q 因犯事而被处死，《阿 Q

正传》的故事终点一定是阿 Q 之死，以死的方式

“大团圆”。因此，对于鲁迅后来给出的解释，“其

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

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

没有料到”［64］，不宜过分落实，更不宜推向某种

写作发生学。阿 Q 的死局已在意先，不需要预料，

鲁迅所未曾料到的是如何写阿 Q 之死，他大概没

有一开始就决定写阿 Q 被枪毙之后，未庄的舆论

又以诠释循环的方式将阿 Q 反复枪毙。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鲁迅笔下的《阿 Q 正

传》其实是一个革命的死囚的故事，这个革命的死

囚虽然可能无法在明正典刑的案卷中验明正身，但

在未庄的舆论中却是板上钉钉的罪人。在这个意义

上，不去强调阿 Q 所失去的正史和现代实证主义

历史观中的位置，不强调默杀，而强调阿 Q 在未

庄舆论中的罪与死，或许更贴近《阿 Q 正传》文

本。但更贴近鲁迅讲述阿 Q 故事的意图，那个鲁

迅未曾言明甚或难以言明的意图的，也许是：论定

阿 Q 在符号、象征、寓言、现实、正史、民间等

的意义上都是因罪而死的整体性话语必须被推翻，

才能发现阿 Q 的灵魂。不过，正如上文所分析的

那样，鲁迅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将是徒劳无功的，他

制造一个无法全知全能却又无限选择未庄一般舆论

的叙述者，暗示小说中关于阿 Q 的一切叙述都迹

近隔膜，谁也救不了阿 Q 的命。阿 Q 的故事注定

无法控制，鲁迅唯一能做的是操控叙述者，对人物

和自我进行双重反讽。而因为反讽指向了作家自

身，在生成双向互动的启蒙效果的同时，也生成了

读者的重重疑问，读者从《阿 Q 正传》里找到的

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与 1921 年流行的小

说现象一致，《阿 Q 正传》也是问题小说，提出了

一系列问题，却给不出答案。

而贴着《阿 Q 正传》的文本来说，阿 Q 就是

一个枉死于革命后的社会和权力秩序的囚徒，他的

存在与死亡，除了质疑辛亥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和正

当性，似乎只能是一个启蒙的倒影，供后世大张挞

伐。但这显然不太符合鲁迅的本意，不用说与上文

所分析的双向互动启蒙格格不入，即使与鲁迅“哀

其不幸”的同情倾向，也是不太吻合的。那么，如

果不是为了再次降罪，鲁迅为什么要以阿 Q 这样

的因罪而死的人物为主角呢？阿 Q 有什么地方值

得鲁迅为其洗心革面，从而与改革者、革命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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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呢？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会从社会关系入

手，强调赵太爷、赵秀才、钱太爷、假洋鬼子是未

庄真正的坏人，是统治者，是伪士，从而在反面搭

救阿 Q，发掘阿 Q 革命的直觉和本能，并在逻辑

上推导一种可能性，即只有阿 Q 才是未庄的革命

性力量。这种推导因为有后来的历史发展为其背

书，显得非常有合理性，但就小说文本本身而言，

也许更值得重视的是老头子颂扬“阿 Q 真能做！”

的细节［65］。这闲闲的一笔，对于叙述者“我”来

说也许无关紧要，对于（隐含）作者来说，也许是

至关重要的，它在小说开始不久便暗示读者，叙述

者“我”对阿 Q 是有偏见的。叙述者“我”明知

阿 Q 喜欢别人夸自己“真能做”，其中的尊严感不

言而喻，但却强调阿 Q 的劳动能力不算“行状”，

没有资格进入叙述。这就意味着，叙述者“我”不

仅对阿 Q 所知有限，而且还有刻意的偏见，叙述

者“我”不愧是赵秀才的朋友，与正史、“行状”

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合拍，像未庄的闲人一样，只

爱看阿 Q 的笑话。这样的叙述者自然无法让阿 Q

以有尊严的姿态出场，更不可能让阿 Q 具有历史

主体的位格。而由于作者对叙述者“我”是持反讽

态度的，当叙述者“我”像未庄的闲人一样看阿 Q

的笑话时，作者也正在把叙述者“我”的表现当作

笑话来看，这就暗示了阿 Q 不是在直觉和本能的

意义上具有成为改革者或革命者的潜能，而是在自

身的劳动能力的意义上具有个体尊严，具有成为历

史主体的可能，因此也就有可能是真正的改革者或

革命者。只不过因为鲁迅此时并无答案，而且甚至

还是在“个人的无治主义”的意义上理解阿 Q 梦

中的革命，所以《阿 Q 正传》虽然触及了主体出

场的契机，却几乎只留下不合阿 Q 心意的叙述。

此刻更值得强调的是，鲁迅选择了因罪而死的

阿 Q 作为小说主角，并且以极为复杂的眼光塑造

阿 Q，不惜尽一切努力贴近阿 Q，完成一种双向互

动的启蒙，的确型构了一种新的知识者的历史主体

形象。这一新的知识者的历史主体形象，首先当然

是知识者，承续着源自传统的历史担当的道义，其

次又是一个主张永远革命的革命者，对革命后的社

会和权力秩序也担心维持现状的后果，最后又是一

个启蒙者，一个将阿 Q 这样的社会秩序的冗余存

在视为镜像的启蒙者，在双向互动的意义上实践着

启蒙的可能性。因此，提出问题的鲁迅，写出问题

小说的鲁迅及其同时代的作者，尤其是鲁迅本人，

通过确认局限，与他们尚无法言明的阿 Q 相遇，

共同为新的历史主体出场，演出了序幕。

最后，正如种种二元对立难免是意识形态空转的

外溢表现一样，过分信任鲁迅的洞见，而无视鲁迅的

局限性，也会因为抽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语境

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空转的外溢表现。而对于《阿 Q

正传》的朴素理解，可能比将高深的文本外内容读进

文本，更加重要。虽然被各种学术资本、文化政治资

本甚至政治资本征用是《阿 Q 正传》不可避免的命

运，从《阿 Q 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伊始，一切

就已如脱缰之马，但《阿 Q 正传》的文本仍然矗立

在那里，稳如柱石。如果神往于鲁迅的深刻和梦想，

不妨将鲁迅对于辛亥革命初年的美好记忆，理解为

他“不能全忘”的、年青时候做的“许多梦”［66］之

一。鲁迅并不时时刻刻都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

者”，他也沉湎往事。有研究者曾经表示，革命对

应的概念 Revolution 有循环、复辟等意［67］，这很

有启发。鲁迅大概也免不了在循环、复辟的意义上

理解辛亥革命，从而令人联想起他自己笔下的九斤

老太；所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

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

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68］，不正是九斤老太

的名言“一代不如一代”打开之后的褶皱吗？

总之，正如《阿 Q 正传》中出现的奇诡的时

间编码“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 Q 将搭连

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69］凝聚着作

者鲁迅对绍兴宣布光复的记忆一样，朴素地解读文

本，也许会更好地切近小说，切近鲁迅的思想、情

感和记忆，打开《阿 Q 正传》和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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